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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辑

第一章 古代港口的兴起和演变

合浦自秦汉始便是我国对外贸易口岸，是中国古老港口之一，从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1 年)设合浦县算起，至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由古代合浦港到近

代北海港，约历二千年。古代合浦港口主要由廉州、乾体、大观港(大风江)、

冠头岭内(今北海港)、北湾(今北海港)、白龙港、永安港(今铁山港)等处组成。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抵港船舶吨位的增大，以及受海岸地

势上升的影响。港口主要位置由南流江河口南移到水深的海岸，由乾体移至今

北海港一带。

第一节 宋代以前港口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合浦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地区，自秦代开凿灵渠和马援率

师修凿桂门关后，商贾可以从中原溯湘江，过灵渠，沿桂江，经浔江、北流河，

再过桂门关，沿南流江抵合浦出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上交通和贸易来往。这

是古代中国一条沟通南北，利用南海，联系海外的天然水道。“合浦”的含义，

就是江河汇集于人海口之处。先秦时期，合浦一带已有了航海活动。两汉时，

合浦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东汉初，合浦郡治从徐闻迁至合浦县，隶属交州

刺史部。合浦县不但一度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重镇，而且是南海市舶要冲。

宋朝以前，合浦县沿海的永安港(今铁山港)、海门(今乾体至冠头岭一带水域)

和大观港(今大风江港)，是船舶主要寄碇之所，曾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主要港

口之一。

一、原始港口的出现

从北海市地貌特征来看，为沉降海盆地质结构，属第四纪更新冲积层。远

在寒武纪(五六亿年前)，这里原是一片汪洋。在三叠纪末期(一亿八千万年前)，

我国西南和印支半岛发生一次强烈地壳活动。受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影响，北

部湾盆地北部边缘间歇性地回升，北海市一带上升为陆地。受地壳间歇性上升

的影响，形成北海市口岸四至五级海蚀阶地及海蚀崖的海岸地貌观。其中，以

北海港、铁山港和涠洲岛的海岸最为明显。



进入新生代(7000 万年前)以后，由于地球海平面上升，沿海低地有过海浸。

铁山港口南部至营盘镇黄稍、白龙一带，西村至大冠沙、银滩一带，都沉积了

滨海砂堤沙地。受近晚期的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北海港及附近曾发生

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涠洲岛、斜阳岛，岛上全是火山灰类堆积。在北海半岛

东南和西南方海底各有一条深槽，属北东向的南流江区域大断裂带，分别由北

海港和铁山港口直通北部湾。现代海岸地貌学认为，今北海市海岸地貌主要是

一万二千年前，“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的冰水大规模消融所发生的海浸，在各种海

岸动力因素(波浪、潮流、河流等)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今北海市区的石子岭和

冠头岭等处原是残丘，其余原是港汊，古人亦谓这里为“泽国”。二千年前的海

域，比现在更深入内地。由于北海半岛间歇性地上升，以每 10年上升 l 至 3厘

米计算，二千年来北海市海岸平均上升 2 米至 6 米，有的地方甚至 10多米。加

上南流江挟带大量泥沙送往大海，在河 El处沉积起来，日积月累，堆积成 550

平方公里的南流江三角洲，推进和石子岭、冠头岭一带连成一片。今北海市区

的珠海路、海角大道、银滩大道、红坎村，以及营盘镇政府大院附近和党江、

乾体一带的地面，都复盖着 10多米厚的海积层，就是昔日为海底的明证。

市区的地角匙羹岭和铁山港区的北窖岭西沙坡遗址，也是古代港口从新石

器时代开始逐步形成的历史见证。早在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地越人就．在

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农耕和渔猎活动。1957 和 1978 年在合浦县境内出上的新

石器，有石锛、石铲、砺石等十五件。石锛是我国百越文化的特征，而百越文

化的创造者主要是越人。今市区的地角、铁山港区营盘镇黄稍村西面的北坡，

白龙村委西北的红沙田村附近和沙田镇大坡岭山岗，以及地角匙羹岭遗址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除了出土石锛、陶网坠，也出土了罐陶片。这些遗址一般都位

于港湾出 VI处，其附近为海岸冲积台地，对先民们从事渔猎生活十分有利。从

这些出土的石器可以证实，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史称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

在漫长的岁月中，用自己辛勤劳动开发了合浦沿海港口。当时，海域曾深入到

今合浦县廉州镇一带。沿海港口是越人从事“半渔猎半农耕”生活的地方。先

民在“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基础上，开创了航海活动。处于南流江下游的

故城旧州至廉州镇的河口，以及今北海市沿海的港汊、泻湖，最早成为当地独

木舟寄碇之所。



据《逸周书》记载，商汤(公元前 17 世纪)夺取天下后，下令广西境内的先

民进贡珠玑、玳瑁、象齿等物。周成王十年(约公元前 11世纪)交趾南面的越裳

国(今越南中部)，向周朝进贡。与此同时，“四方贡献，南海贡鱼革、珍珠、大

贝”。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越裳等国由今马来半岛抵中原，合浦沿海是必经水

道。春秋战国时期，越裳国改为“朝贡百越”，与今中国南方沿海的越人来往。

此时合浦所产的明珠，已和南洋的象牙、翡翠等珍品一起流入中原。同时，中

原的物产也经合浦郡销往南洋。当地的骆越人素善航海，很早就与南洋地区发

生经济联系。《越绝书》谓当地越人“水行而山止，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行若

飘风，去则难从”。这些记载，正是先民航海活动的生动写照。港口的产生和发

展，正是先民在沿海劳动生息，并利用船只航行与南洋各国不断来往中逐步形

成的。

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目的“又利越之犀角、

象齿、翡翠，珠玑”，运人中原。这些宝物，大都是南洋的舶来品。可见在秦汉

前，合浦沿海一带已有“朝贡”式的海外贸易，原始港口已在这里出现。

泻湖是原始港口变迁的历史见证。今海城区的外沙内港，银海区的侨港、

咸田港、高德港，铁山港区的白龙、婆围港，合浦县的沙田港都属泻湖。泻湖

由沙堤增长，围堵分割浅海而成，有缺口与外海连通，可作天然避风港。在今

海城区，古泻湖的踪迹到处可见。从红坎村至爱生院、垌尾村菜园、红沙电影

院、旧青少年宫和劳联大厦一带，是古泻湖的遗迹，也都是古海港所在地。据

最早的地方通志《广东通志》(嘉靖)一百零九卷记载：“冠头岭在合浦城南八十

里，穹隆如冠。西南临海，南北皆粤海船舣焉，潮长撼石如雷。相传交趾黎王

葬此，交趾人每岁望海祭之”。冠头岭的南面，即为南澫港和引水锚地。明洪武

八年(1375 年)，当地商贾已在此建镇海庙。冠头岭的北面，即今外沙内港、地

角避风塘、装卸锚地和红坎村一带。正如《廉州府志》(嘉靖)卷六记载：“冠头

岭俯视六池，为廉门户”。从地方志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证，冠头岭、地角一带

沿海，也是古海港所在地。《汉书》关于汉武帝遣吏从合浦出海贸易的记载，说

明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合浦沿海港口在秦汉之前已进入早期孕育发展阶段。

古港位置，主要在产珍珠的永安港(今铁山港水域)、白龙港、乾体、冠头岭一

带(今北海港水域)和大观港。



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

公元前 223 年，秦始皇为了开发岭南，“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

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从转饷，又以卒凿渠，而运粮道，以与越人战”。据《淮

南子·人闯训》记载，其中，秦第一路军即由湘江，经越城岭，沿桂江抵苍梧。

第二路军由湖南经萌渚白芒岭，达广西之贺县，至苍梧与第一路军会合，再沿

南流江抵合浦。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死后，蜀王子乘乱取象郡，秦赵佗由合浦率兵征讨。据《方舆纪要》

记载：“在廉州府西北四十里有糠头山，一名军头山，相传秦尉佗驻军于此”。

赵佗以合浦为军事要地，兼并桂林、象郡后，自称南越王。今合浦县东门外的

东山寺“相传为南越王赵佗行宫所改建”。可见，秦时由于军事需要，合浦已成

为通往交趾要道，开发蛮夷之地的中心。秦征西瓯，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桂江

相连接，沟通了中原与岭南的联系，加快了珠江流域的开发。当时，南流江与

北流江的分水坳很低，由北流河经桂门关可进入南流江。秦征西瓯不但加快了

合浦的开发，而且为中原开辟了出北部湾傍通交趾的水道。处于南流江下游的

旧州(今浦北县境内)，一度成为合浦县的主要内河港。因来往船只较多，旧州

的商业较为当地其他城镇兴旺，故成为汉代合浦县的政治、经济中心。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征

集“楼船十万人”，水陆并进，“会至合浦，征西瓯”。又据《水经注》卷三十七

记载，路博德到合浦，“赵王令二使者，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

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由于汉朝对当地百姓实行安抚政策，因

而使西瓯的 40余万人口归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置南海、苍梧、

郁林、合浦(郡治徐闻县，后移郡治合浦县)、交趾、九真、日南等七郡。此七

郡向皇朝的进贡，大都从海道。九真、日南、交趾是汉朝最南边的郡治，此三

地的朝贡商船只能沿岸而驶，合浦沿海港口便成为其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汉

代合浦处于江海之交，水上交通甚为便利，县治附郭，以南流江为干流。城北

的百诸山为分水坳，山北面的榈门、漆桐、狼丽诸江。“至九汉汛合流通舟楫，

经上久墟北三百里至贵县境入郁江”，“西境乐民诸江流经灵山、奈何江经横县

博白境人郁江”。百诸山以南，“古榄、张黄、武利、洪潮诸江皆西南会廉江人

海”。合浦境内河流水网交织，舟辑可通。南流江全长 250 公里，流域 9545 平



方公里，发源于广西容县，经玉林、博白，然后汇张黄、武利诸水合为廉江。

至府城之北，析之为四，其第一支称州江，流入县城，“水势至此萦洄环绕停蓄”，

成为由廉人海要道。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合浦郡包括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

庐五县。当时，合浦县辖境包括今广西横县(南部)、容县、玉林(南部)，博白、

北流、陆川、钦州、灵山、浦北、合浦，北海市区，面积约 33200 多平方公里。

合浦地势北高南低，面海背山，川流回抱，海上交通甚为发达。由于冠头岭(今

北海港锚地)一带水域，处于南流江人海口之南，扼船舶入廉州湾之口，故自古

便成为合浦县的主要门户。汉朝使者和商船，大都由此启航出洋。外国使者，

亦在此登陆，合浦便成为中外闻名的港口。

汉代中西交通，一是通过陆路，经甘肃出长城往西域，到达印度，即后世

所称“陆上丝绸之路”。二是通过航海，由徐闻、合浦、日南，经南海诸国，到

达印度半岛，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蜀郡的货物

运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中国的丝绸，亦由徐闻、合浦、日南等处

出口，在海上卖给大夏、安息、天竺(今印度)的商人，然后转售给大秦(罗马)。

中国与大秦之间的贸易，中间被波斯人操纵而博取厚利。所以罗马人便急于从

海上打通与中国的通道。由于当时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船只规模不大。

在航海中，载重五六十吨的船只在装载货物后，再装船员的生活资料就极其有

限，商人需要沿途取得粮食和淡水。因而商船只能沿着大陆岸边行驶，合浦便

成为通行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必经之道。中国在南海的出航地点，主要有徐闻、

合浦、日南等地。据《汉书》、《旧唐书)、《太平环宇记》等史籍记载，东吴以

前，凡通西南海上西蕃诸国常称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以南若千里。例如“黄

支国，汉时通焉，去合浦、日南三万里”。但在两晋以后，则常说去广州若干里。

从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晋代以前合浦沿海港 VI是南海市舶要冲。正如梁嘉彬的

《广东十三行》考证：“东吴以前，盖俱以徐闻、合浦、日南为南海市舶要冲路。

晋以后，始以广州为交通海上诸番之主港也”。

合浦之所以成为汉代南海市舶要冲之路，是因其地理位置“控蛮夷之襟要”，

扼西蕃抵中国之航路。并且以南流江为依托，可沿北流河北上，溯桂江、过灵

渠，直抵中原。尤其是东汉前朝，匈奴占领河西走廊以西大部分地区，因此西



域陆路一度不通，以至南方海道显得格外重要。

合浦县与东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来往，在汉代十分频繁，

最详细记载的是《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

五月有黄支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

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

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

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平帝元

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

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

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至印度洋之间海上航路最早的官方记载。都元国在

今马来半岛，或在今苏门答腊岛。邑卢没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人海口西之直通。

湛离国在缅甸蒲甘城附近悉利，或在缅甸南端之那悉林。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

旧蒲甘城即太公城附近。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海滨之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在

今斯里兰卡。皮宗则在今马来半岛西南端的甘蔗岛。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汉武

帝时，中国的商船和使者，曾由合浦港扬帆起航，带着黄金、丝绸和陶器，经

今马来半岛之南端，循马六甲海峡西北行，出海峡后历安达曼海，经萨尔温江

口和锡唐河口，而到达缅甸古代繁盛的伊洛瓦底江。使者一部分人再乘“蛮夷

贾船”，溯江而上直至浦甘，或卑谬地方，然后步行到达缅甸海岸的夫甘都卢国，

再登原船继续航行，越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沿海的黄支国。回程由

黄支国抵斯里兰卡，横越孟加拉湾，不必再绕海边沿岸而驶，经过安达曼群岛、

马六甲海峡而到皮宗，然后沿海岸北航到今越南南方的象林。汉使航程的记录，

反映出汉代合浦不仅是南海市舶冲路，而且是汉代我国主要对外通商 El岸。中

国所产物品，已经由合浦运销至印度和地中海一带。

东汉建武(公元 41 年)，交趾徽侧反对汉朝，“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

浦蛮夷皆应之”。据《后汉书》卷八十八记载，汉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

趾具车船，修道桥……，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零陵、苍

梧兵万余人讨之。”刘秀派马援南征交趾，封他为伏波将军。马援从苍梧率师抵

博白，在此修凿桂门关，并立下石碑，然后再沿南流江抵合浦县。马援军至合

浦，汇诸路兵，共率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士兵二万余人”。当时汉朝建造楼



船的技术已经很发达，船上建楼三层，可树幡帜。列女墙战格，开弩窗矛穴，

外施毡草御火，并且在船上置炮车。马援以合浦港口为基地，沿海岸西征交趾。

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对港口发展有建树。昔日，马援楼船水师曾驻泊在

合浦县的大观港。他们从福建运粮抵此，在乌雷岭附近经常遭风浪打烂运粮船。

马援“苦乌雷岭风涛之险”，于是命令水军凿“白布峰腰之地，以通粮艘”。这

条渠道，可沟通大风江与龙门港的联系。“其凿掘处约长七、八里，阔五六丈，

深三四尺，今两潮相通”。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人工建港工程之一。

交趾是汉朝最南边的沿海郡治，也是对外重要的贸易口岸。据《新唐书·地

理志》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必由交趾之道”。由于匈奴的骚扰，外番经

西域至中国陆路不通，从海上沟通中西交通和贸易显得极其重要。又据《后汉

书·天竺传》记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

频从日南缴外来贡献”。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外国使者和商贾抵中国，大都先

经交趾再进入中原。然而，合浦郡与交趾郡为比邻，是两粤通交趾的咽喉。由

合浦沿海而西入，扬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趾。

合浦港不仅是商港，而且以盛产珍珠而闻名。合浦珍珠又名南珠，它出产

于乐民、乌泥、杨梅、青婴(今北海港区域)、平江、断网、白龙等七个天然殊

地。据《后汉书·孟尝传》记载：“郡不产谷，而海出珠宝……，常通商贩，贸

余粮食”。可见，汉代合浦县是商舶幅辏之地，多珍珠奇物。西汉初，派到合浦

的官吏大都是肆意搜刮，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必然影响生产和商业，

对海外贸易极为不利。东汉光武帝时，“合浦少产谷米，民赖采珠为活。往守多

贪污，严珠禁，诛求无厌，珠渐徙，商旅费通”。统治者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

扩大海外贸易，委派“莅政清简”的费贻任合浦太守。汉桓帝时，又由“清行

出俗，能干超群”的孟尝出任合浦太守。费、孟二人“访求民病，力革前弊，

大驰珠禁，货物流通，百姓复业，人以为去珠复还”。当时，汉统治者为开发边

疆，将中原人口大规模地迁移到合浦一带。这次人口迁徒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

术和文化，使合浦的渔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快，呈现繁荣景象。当

时，中原许多有识之士抵合浦，积极从事经商，“采珠致产数百万”。资产数字

的扩大，反映出合浦汉代商业的繁盛。有的商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浮海交趾，

往来南海”，促使合浦“渐染声明文物之盛，媲美中朝”，成为岭南一大都会。



据《资治通鉴》卷四十六记载：公元前 83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因“风

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自是夷道，遂为常路”。由于当时

航海技术十分落后，外国使者和商人抵合浦急于舍舟就岸登陆，沿南流江，经

北流河，进入绣江，接浔江，溯桂江，过灵渠，进入湘江。再转洞庭湖入长江，

直抵中原。这样，合浦成了汉代海上交通枢纽和主要贸易口岸。东汉初，精美

的中国丝绸和陶瓷大量运销国外，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纷纷派使者从海道而来，

与东汉进行以朝贡形式为主的官方贸易。据《后汉书》记载，公元 84 年、120

年、131 年，叶调国(今爪哇)和禅国(今缅甸)遣使都是经日南、合浦抵中原贡献。

外国使者向中国进贡当地珍宝特产，汉皇帝回赠黄金、丝绸，这是一种朝贡形

式的官方贸易。

延嘉二年(159 年)，天竺(今印度)由海道来中国，“频从日南缴外来献”。延

嘉九年(166 年)，合浦不仅与印度有密切来往，而且开始直接与古罗马帝国进行

海上交通和贸易。大秦国王安敦(罗马大帝)曾亲自遣使者，“自日南缴外献象牙、

犀角、玳瑁”，经合浦北上，抵东汉都城洛阳，从而沟通了中国和古罗马的交通。

汉代的日南、合浦、徐闻三地都是外国使者和商人进贡转运的地方，也是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港口。《汉书》记载，外国使者和商人的贡品，由日南“转运”

较多，其实包括合浦在内，只是因为日南是汉朝最南方的沿海郡治，外国商舶

沿岸而驶，抵日南就算入中国国境。由日南进入中原，不论水路还是陆路，皆

经合浦。所以，合浦和日南都是汉代南海市舶要冲。

汉代合浦港口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港，同时带动了广西海运和内河航运的

发展。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造成的。由于航海技术

水平不高，船舶吨位不大，必须解决船舶动力和供应，只能利用季风沿岸航行，

取得淡水和食物。一般每年 9月至翌年 3 月，利用北风由合浦往东南亚。每年 4

月至 8 月，利用西南风由东南亚抵合浦。其次，航线经济合理。冠头岭一带处

于南流江的出海口，是中原经灵渠从合浦出北部湾，或从云贵沿爿羊爿可江至

合浦下海的三角点，也是广州至交趾的必经之道，地理位置适中。中原货物，

如以长江的沙市集散为起点，过洞庭转入湘江，经灵渠、桂江、浔江、北流河、

南流江，由合浦出海，全程约 2097 公里。如由沙市沿长江出东海，经杭州湾转

南海至合浦，全程约 3980 公里。不仅多航行 1883 公里，同时还要冒南海风浪



之险。从夜郎至合浦，经融江、柳江、黔江、北流河、南流江，由冠头岭一带

出海，全程为 1170 公里，比经苍梧、广州至合浦全程 1805 公里，缩短 635 公

里。再其次，民俗习惯和自然条件大致相同。合浦与交趾为比邻，与东南亚各

国接壤，彼此语言、生活、习俗比较了解，民间贸易自古有来往。同时，海潮

和季风大致相同。北风季节，由冠头岭一带扬帆出海，1至 2天可抵交趾，7至

15 天可抵占城，30 天可到藩郎，60 天可到逻暹湾之富国岛，90 天可抵今新加

坡一带，120 天到加里曼丹，140 天可至槟榔屿。合浦(JL 海)至今西贡、苏门答

腊、新加坡的木帆船运输，从汉代一直维持到清末。二千年来，兴衰交替。

汉代的海外贸易分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贸易一般有文献记载，而大量的

却是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贸易。西汉以前，已经有民间商人从物产丰富的四川

运蜀锦等商品，到合浦、交趾一带与外商交换玳瑁、琥珀、琉璃、珍珠等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在合浦县城东南近郊清理了 40余座(处)汉墓，出土了青铜器、

陶器、玛瑙、琥珀、水晶、铜凤灯、玉骊和黄金等一万多件。1999 年，广西文

物考古队在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又清理出一批水晶、玛瑙、滑石杯、金铂以及

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此外，在银海区的孙东汉墓区亦出土大批汉陶、汉

瓦。琥珀、玛瑙的产地主要在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当时，一颗琥珀可以兑

换 lo个奴隶，价值十分昂贵。有的汉墓出土的金饼，刻有“太史”字，说明当

时已有商贾携带黄金作为支付手段，这些都是合浦经东南亚与古罗马进行贸易

来往的物证。另外，在市区地角炮台附近，曾出土一批汉代陶片，是装水用的

罐、钵等器。说明地角港口(即今北海港水域)在汉代已兴起。正如《广东通志》

记载：“高、雷、廉，西洋货贡道之所”。高、雷、廉，即是徐闻，合浦一带。

晋朝以前，凡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使者和商人，从海道而来，大都抵合浦。

经冠头岭、地角一带上溯南流江，再沿北流河，溯桂江北上，直抵中原。汉朝

派往交州的官员，亦经合浦从海道抵交趾。反映出汉代沟通长江流域、珠江流

域和北部湾的主要通道是湘江、桂江、浔江、北流河和南流江。而处于南流江

下游的合浦，便成了外国使者和进贡商人必经之所。由上可见，汉代合浦是南

海市舶要冲，它对发展中西交通和贸易，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的友好，

起看重要的枢纽作用。



三、三国至南北朝的合浦港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公元 220—589 年)，合浦先隶属交州，后改属越州。东

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我国北方全面混战，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处

于南方的合浦、交趾等都独免兵祸，得到较稳定的发展。当时交趾郡太守土燮、

合浦郡太守土壹，治理合浦、交趾“40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咸蒙

其福”。与此同时，中原百姓纷纷迁往合浦，他们带来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公元 210 年，土壹归顺孙权。此后，东吴每年从合浦港得到大

量的贡品。据《三国志·土燮传》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

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果之属，

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在这些贡品中，不少为舶来品，说明合浦港在

三国时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三国时，我国商人开辟了经东南亚，穿过印度洋，从波斯湾或红海抵大秦(古

罗马)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古罗马商人也加强了与中国南方商人的经济交流。

据《南史)卷七十八记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然后经合

浦港口，从南流江水道北上抵中原，或东过雷州海峡，达番禺，再抵中原。又

据《三国志》卷六十记载，黄武年间，孙权委吕岱从番禺

抵合浦，带兵从海道直攻交趾都城龙编，平定当地叛乱，并让从事康泰、朱应

出访东南亚的扶南、林邑等国，扬声国威。此后，外国商贾来中国由合浦港登

陆络驿于途。

泰始年间(265-274)，孙皓继承父权，继续控制南海市舶冲路。由于大量运

输兵员粮食，不仅促进了合浦港口与今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港口的贸易往来，

而且加强了当地商贾由港口上溯南流江、桂江，过灵渠，沿湘江抵荆州，与长

江流域的商民进行经济交流。但是，孙皓将合浦县沿海，即今北海市海城区、

银海区、铁山港区一带没为珠官县，实行严厉的“珠禁”，只准官方收购珍珠，

不准民间贸易，使合浦老百姓生活受影响。东吴灭亡后，交州刺史陶璜为了使

合浦地区更快地发展，向晋朝廷上疏言：“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来去，以珠

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今请上

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益除”。(《晋书·陶璜传》)太康二年(281 年)，

晋武帝司马焱批准陶璜奏章，下诏“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这样，



客观上调动了合浦沿海百姓采珠和商人易珠的积极性。此后，中原和粤、闽、

浙的商家纷纷抵合浦从事贩珠贸易，从而刺激了港口海上交通的发展。

东晋时，东南亚各国的朝贡，仍是从海上取道经合浦进入中原。咸康二年

(336 年)林邑国王范文“缴外诸国赏，齐宝物自海路来贸货”。林邑国(今越南中

部)较穷，宝货不多，他们主要是向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商人收购，再经合浦与

东晋进行朝贡式的贸易。另外，林邑国西南的扶南国(今柬埔寨)，也从海道经

日南、合浦，与东晋有着密切的朝贡贸易来往，“贡赋为金银珠香”。扶南国由

泰国湾沿着今越南的海岸北上抵中国，合浦沿海则是必经之道。

自孝建二年(445 年)以后，林邑国加强中国恢复了友好来往，频频遣使者“奉

表献金银器、香、布诸物”。皇帝亦厚赠使者，两国恢复了正常朝贡贸易。与此

同时，朝廷还加强了对交州的统治，对当地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使合浦沿

海一带很少有人闹事，社会生产和商业运输都安定地发展。据《合浦县志》记

载，元徽元年(473 年)，宋朝廷“以越州刺史陈伯绍为交州刺史，城越州”。越

州城，即合浦县治。合浦再度成为交州、越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主

要口岸。梁武帝时(502-556)，林邑商人经交趾、合浦与我国进行贸易来往者，

络绎不绝。林邑除了频向中国遣使“贡献”，还接受梁武帝的诏封，两国关系更

友好，海外互相贸易更发展。与此同时，扶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往来也十分

密切，常常“奉表贡献方物”。外国商舶有时一次来十几批，大都抵由合浦港口

登陆，再抵中原。梁武帝把这些舶来品拿去与北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满足

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据《合浦县志》记载，公元 547 年梁武帝派陈霸先率水

军以合浦港为基地，从海道“讨交州贼李赉，平之。”此后，陈霸先占据交州，

进一步加强海外贸易。正如《南齐书》卷十四记载。“交州，镇交趾……，外接

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从三国至南北朝的 300 多年，正由于

我国海外贸易和军事上的需要，合浦此时的海陆交通十分发达。使者和商贾港

口上溯南流江，经北流江、桂江、过灵渠，沿湘江，通荆州，直达洛阳。东面

陆路经今阳春一带可抵番禺，或水路经北流河，沿西江抵番禺。东南海道，经

雷州海峡，历今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可达会稽。南面海道抵琼州，西达交

趾、日南。西南出今北部湾，经东南亚抵印度半岛和波斯湾。水陆交通的发展，

促进港口贸易更加兴旺。



四、隋唐五代廉州港口的兴旺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 590 至 959 年)，合浦郡曾先后更名越州、禄州、合州

和廉州。南流江这条水路仍是中原出北部湾傍通印度支那半岛的天然水道。此

时，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船舶吨垃的增大，加上海岸上升和南流江下泥沙的

淤积，港口船舶停泊主要埠地由旧州(今浦北境内)逐渐移向海门(今廉州镇至北

海港一带)。隋朝统一中国后，经济恢复繁荣，南方港口的海上交通亦随着发展。

由于合浦“扼塞海北，远镇交南”，隋统治者便把它作为经略海外的基地。大业

元年(605 年)，隋炀帝因林邑侵占日南郡象林县，派遣刘方和宁长真率兵击林邑。

其中一路在合浦“以舟师出北景浪至海口”，从海道直取今越南中部登陆，大败

林邑。此后，林邑国王遣使谢罪，“朝贡不绝”。其主要贡品为驯象、玳瑁、珠

玑、沉香等物。大业三年(607 年)，隋炀帝为扬国威，派屯田主事常骏和王君政

从南海郡乘舟，带着大批黄金和丝织品，出使赤土(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受到

赤土国盛大接待。归国时，赤土国王派随同常骏回访中国。“循海北岸，达于交

趾”。“骏以六年春与那邪加于弘农谒，帝大悦”。海北岸，即今北部湾沿岸，赤

土使者随同常骏经交趾，取道合浦南流江北上，抵中原谒见隋炀帝。此后，两

国以“朝贡”和“赐赠”形式进行海上贸易。这样，隋朝通过征讨和遣使访问，

大大加强了合浦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如《广东通志》记载“贡

于隋者颇多，大抵皆南海中小国。其贡金宝、檀香等物，亦有献象牙、舍利者”。

唐朝前期，社会转安定，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此时，合浦郡更名廉州，

管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四县。由于合浦是中原通安南的要道，因此，唐

朝开辟了由长安一直至合浦的南路干线。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

樊市襄阳城)、再人长沙，溯湘江、过灵渠，沿桂江，人浔江，溯北流河，沿南

流江抵合浦，再从海道直抵安南。

唐时，经安南、廉州同唐朝进行朝贡贸易较为频繁的仍是东南亚国家。据

《新唐书》记载，林邑在交州南，武德中(618—626 年)频遣使贡方物。贞观时(627

—649 年)，其国王范头黎遣使“献驯象、漆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与婆

利、罗刹二国使者偕来”。林邑等东南亚国家向唐朝进贡，主要“泛交趾海”。

交趾海，即今北部湾。各国使者大都由合浦登岸，溯南流江北上抵长安。据《太

平环宇记》卷一百六十七记载，南流江与北流河之间的分水坳，叫桂门关。“其



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中原官员往交趾，必经此关，这反映出桂门关是中

原出北部湾傍通东南亚和西方的要道。当时，中国经交趾与印度半岛和波斯湾

商人贸易来往也十分频繁。据《新唐书》记载，天竺国，“有金刚、海檀、郁金

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唐朝皇帝则为显示大国风度，“以其地远，礼之

甚厚”。所以，各国使者和商人十分乐意到中国。正如《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交州郡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

道”。“贞观、开元之盛，贡朝者多”。外国商贾由交趾进中原必经合浦，故港口

发展较快，曾出现了“舟船继路，商使交属”的繁忙景象。

唐时，合浦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而且是主要出产明珠之地。《旧唐

书》卷四十一记载，廉州治(今浦北县旧州)“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

人采珠之所”。珠母海，即在今北海港区域内及其附近地区。开元二年(714 年)，

唐玄宗由合浦大量抽解珍珠，并派宦官抵合浦霸占珠池，禁止珠民私自采珠。

结果，珍珠产量锐减。广德二年(764 年)，唐皇李豫吸取安史之乱的教训，采取

一些减轻徭役发展生产的措施，下诏给廉州府，谓：“廉州珠池，与民共利，近

闻本道禁，遂绝通商，宜今本州任百姓采”。此后珠禁大驰，广大珠民又得以恢

复旧业。珍珠是货物交流中最贵重的商品之一，当地百姓靠采珠以养活家小。

商人由产地廉州贩珠到京城长安，可获利 10多倍。因而，中原商贾纷纷抵合浦，

一方面贩殊，另一方面由此到安南与外商交易。正如《海关通志》记载：通商

港以扬州、广州、交州、合浦为主。凡外舶至唐者，必报知市舶使，分市舶、

商舶搭载之物，而抽税。名日舶脚，几分博买。

咸通年间(公元 868-874 年)南诏占据交趾。为此，唐朝三次从今山东、湖

南等地调集军队由高骈率领，驻廉州一带，以收复交趾。高骈率领诸道兵进军

交趾，仍以南流江和北流河为交通要道。南流江上游的屯谷堡附近，距博白 70

里处，有一个险滩，名为“马门滩”，滩多峭石，水势湍急，汉伏波将军马援征

交趾时，曾在此凿石疏通，以便行舟。然而，唐代战舰比汉代楼船体大，吃水

深，于是“唐节度使高骈复凿之”。结果，“行舟益利，至今赖之”。这是古代第

二次大规模治理南流江的工程。南流江上游航道的畅通，促使港口的交通更加

发达。据《合浦县志》记载，当时，诸道兵驻扎廉州，“州县馈运劳费，润州人

陈菌石上书，请诸海舟自福建漕米接济”。通过漕运粮食，廉洲港口与福建沿海



港口的海上交通来往更加密切。高骈除了注意疏通南流江航道，还注意开辟海

上航道，当时，“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招募工徒使法去之。

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旧唐书·高骈传》)，为了保证

唐军海上运输安全，高骈又在今防城横嵩和潭蓬之间开凿“天威遥”运河。往

来船舶不再绕过江山半岛，而直驶安南。此后，钦廉航道更通畅，后来宋朝设

太平军和移郡治到海门镇(今廉州镇)，使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海门成为粤西的

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公元 962 年，南汉后主刘钅长，大修宫殿“悉以珍珠瑇为饰”，便在合浦县

“置媚川都，定珠课”。媚川源自“山蕴玉而含辉；水生珠而川媚”，意指今北

海市沿海是珠宝之乡。媚川都是管理合浦珠民采珠，以及专门向商贾和番舶抽

解珍珠的官方机构，兼有市舶使的性质。媚川都，设置在海门镇(今廉州镇)。

海门镇位于廉州湾顶，处于南流江入海口附近，是唐代廉州主要货物集散地，

也是岭南地区的一个水陆交通枢纽。为了控制此地，刘钅长从各地调来军队，“置

兵八千，专以采珠为事”。南汉统治者调军队在铁山港至北海港一带，监督和强

迫几百艘采珠船，数以万计的珠民采珠，大大促进了港口的海上交通发展。可

是，媚川都的官兵横征暴敛，威逼珠民按期如数缴纳珍珠。否则，就被捉住用

石缚足投入海中，“溺而死者相继也”。然而，广大珠民用辛酸血泪换来的珍珠，

满足不了南汉统治者无穷的贪欲。刘钅长除了用珍珠装饰宫殿，还以珠结鞍。

他们用合浦的明珠结成精巧而今人耀眼的马鞍，夸耀自己的富贵。

第二节 宋元时期廉州的海上交通和贸易

宋朝(960—1270 年)，廉州辟为对交趾互市之地，又成为漕运海盐的集散地，

从而促进了南流江和港口运输的发展。元朝(1271—1368 年)，设廉州市舶提举

司和采珠都提举司管理港口，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兴旺。

一、宋代廉州辟为与交趾互市口岸

宋初，首先抵廉州与宋朝进行海上贸易的是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曾多次

派遣使者前来，进行官方贸易。然而，交趾(安南)于 968 年立国后，统治者常

派兵在钦廉沿海港口骚扰，抢掠人口财物，洗劫商船，使两广沿海百姓蒙受了

极大的灾难。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宋太宗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定和平，保护

廉州的海外贸易，控制南海交通要道，出兵讨伐黎恒。宋军“由邕廉两道并进”，



在藤江口重创交趾水军。黎恒兵败请罪投降。战争战束后，宋朝统治者于太平

兴国八年(983 年)“废廉州，移就海门三十里，建太平军”。廉州旧治(今浦北县

旧州)，虽位于南流江下游，但地理位置不及海门镇优势。故宋朝将州治移往海

门镇(今廉州镇)。咸平元年(998 年)，宋朝因边境已安定，便撤消太平军，在海

门镇复设廉州。自此，海门镇便成为廉州府和合浦县的驻地。宋太宗为了扬国

威，扩大对海外贸易，“遣内侍八赉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蕃国，均匀招进

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空名诏书之道，于所至各处购之”。宋

使带着诏书抵占城、真腊、三佛齐、渤泥等国，宣扬宋朝的国威和富饶。中国

精美的丝织品，吸引着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商人抵中国进行贸易。由于地理原

因，廉州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来往最为密切。据宋·周去非《岭外代札》

卷二记载，“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自其境永安

州，朝发暮至”。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北宋政府在“州南十里中外和坊”

设置沿海巡检司，专职接待商舶。巡检司除了收取船头规外，还对商品抽取 1d0

的税。贵重商品，则由巡检司专收专卖，名曰“收市”。这样，廉州官府获得大

量的赋税收入。

当时合浦沿海能造一种大海船，称“木兰舟”，船容数百人，“舟如巨室，

帆若垂天之云”。钦州盛产的紫荆木和乌榄木，“用以为大船之桅，极天下之妙

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海经数万里，直寄于一桅”。用钦州产的紫荆木造大海

舶的桅，能顶得住海洋中的狂风恶浪。紫荆木，色如燕脂，坚如铁石，是造船

舶的材料。紫荆木除供廉州造商船、渔船以外，还由港口远销广东、福建、浙

江一带。北宋时，停靠在廉州沿海的船舶均利用潮汐靠岸卸货。据《岭外代札》

券六记载：“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上一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顷

刻竞落，未曾再长”。廉州沿海港口的自然条件优越，海岸以沙碛为主，潮差达

一丈五尺。船舶利用大潮靠岸，潮水退时就可以在沙滩上或浅水中卸货。当时

廉州的船舶多抵安南，由冠头岭一带扬帆出海，“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

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海上交通极其方便。另

外，廉州海舶又可自安南通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当时，与我国进行海上贸易的

国家，以大食(阿拉伯)为最远，其次为故临(今印度奎隆)，再次为三佛齐(今印

尼苏门答腊)。三佛齐扼“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外国商舶自“三佛齐之来



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上下竺，即竺屿(今马来半

岛东南方小岛)。交洋，是今北部湾一带海面。当时西方商贾抵三佛齐后，除一

部分往广州，一部分往泉州，余下者则抵安南和廉州。据《廉州府志》(乾隆版)

记载，廉州面海背山，川流回抱，号称“泽国”，“冠头岭拱其南，州城拥其北，

巨海环于西南，”海道通占城(今越南归化)、暹逻(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

满刺加、渤泥(今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等国，成为宋朝对外贸易重要口岸。

1010 年，交趾黎王遣使至中国，要求互市。于是，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

洪砦为与交趾互市口岸。安南每两三年一次向宋朝进贡，主要取道于廉州。据

《钦州志》(嘉靖)卷九(历年志)记载，宋时：“安南人贡，所过州县差夫众多，

自静江水路以至容州，又自北流转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自郁林水路可至廉

州……。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则从静江而回二千余里可不役一夫，而办

诏遂路”。可见安南使者抵京城朝贡后，亦溯湘江，过灵渠，沿桂江抵浔江，再

溯北流河抵容州，而后从北流河沿陆路至郁林，再沿南流江抵廉州，由今北海

港扬帆从海道返回交趾。当时广西内河航运已十分发达，随着这种朝贡式的贸

易发展，中国商人经廉州与交趾的民间贸易更为兴旺。中国抵交趾的商人，“多

为贩锦易香”，大都从中原和江南带来丝织品，和外番交换香料。沉香和麝香，

是外番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据宋朝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番》记载，

中原人士“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近年又贵”。然而，由廉州进口的沉香，

不但“质量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人药”，而且价格较低廉。《廉

州府志》有一首《送人入安南》古诗写道：“万里波涛几日程，海门飞去片帆轻。

鱼龙宫阙浮空上，犀象人家绕树行。宝货运通银豆市，艾花春满竹棚城。日南

本是南交地，况复彝王识姓名”。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中国商人由今北海一带

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几天就可抵安南贸易。

北宋商贾一方面由中原沿着湘、桂抵廉州经港口出北部湾，向交趾和东南

亚各国输出黄金、白银、丝绸、陶器、铁器和手工商品。另一方面从东南亚和

西方各国输入外番舶来品。据《粤西丛载》卷十六记载，主要输人商品有金银

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

扇。当时，交趾仍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区。“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廉州与

交趾海道相通，抵交趾的外国商人来中国，大都经过廉州。宋朝在廉州设有“还



珠驿”，商贾多在此停留。由于来往商舶甚多，北宋在广西设转运使，在廉州设

沿海巡检司，具有市舶司的职责。“掌番货海舶经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

物”。对商人的货物，按规定抽解为十征其一。当时这种税率并不高，商贾从事

贸易活动，大都认为有利可图。因而，廉州与交趾两地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

据《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载：重和元年(1198 年)，广西转运副使燕英上奏朝廷，

“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接着，广西地方官请求朝廷在“钦廉各地创

驿，令交人就驿博买”。驿所变成了外贸商品的交流市场。今广西沿海是当时安

南人获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之地，民间舟楫往来不绝。一般百姓以鱼虾换取

斗米布匹、陶瓷。那些富商大贾则带来“名香、犀象、金、银与吾商易绫、锦、

罗、布而去”。内地商家亦“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

数千缗”。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港口与内地的商品交流。

自从 1010 年廉州辟为与安南互市口岸，至 1279 年南宋灭亡，共 200 余年。

其中，安南国王派使者经钦廉登岸朝贡 40余次。宋王朝亦派使者回访，册封王

号，厚赠各种礼品，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今北海港一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优

越，海陆交通方便，加上设沿海巡检司等港口管理机构，故对发展和维持宋朝

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起了很大作用。

二、海门港成为广西漕盐要道

廉州、乾体至冠头岭一带水域，包括今整个廉州湾，古称海门港。宋代廉

州府治设在海门镇(今廉州镇)。南流江的一条支流(州江)穿城而过，由乾体人

海。当时，海舶可趁潮溯江而上，经乾体、九头庙直抵州城碇泊。因而，海门

镇成为主要商埠。廉州海岸大部分是砂质阶地，从今北海市的冠头岭以东，至

大冠沙、竹林、北暮和榄子根一带，是延绵数百里的滩涂，岸线平直，发展盐

业十分有利。因此，从宋朝开始，廉州沿海便建有大规模的盐场。官府设白石、

石康 2 个盐仓。元丰三年(1080 年)，每年产熟盐 150 万斤以上。广西内陆所需

海盐，全仰廉州供给。因而，海门港成为当时广西漕盐的集散地。据《岭外代

札》卷五记载，宋代“广右漕计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

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而复可以舟运”。石康仓位于南流江下游，离人海

口不远。廉州沿海的食盐，“向用局漕挽运，经由武刀港、冠头岭”等处，由港

口上溯南流江运抵石康。然后，以南流江为干线，“遮一水可散于诸州”，输往



今广西全境。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记载，廉州漕盐负责供应容、白、钦、

化、蒙、龚、象、宜、柳、邑、浔、贵、宾、横、南仪、郁林州。这样大规模

地漕运海盐，全由漕司官办。为了促进港口漕盐的畅通，广西转运使在南流江

上游的玉林“置十万仓”，自石康运往该处贮存。当时广西陆路运输远比不上航

运发达，故漕盐全靠水运。“南流江上通郁林，下通廉州，舟楫通行，上至州界

之船埠，下达于海”。海盐经海门港运抵石康，又由石康转运玉林。再又，玉林

经北流河通西江，溯桂江、左江、右江，畅运广西全省。从宋代开始，海盐成

为廉州传统的输出商品。宋末，湘南地区的食盐也依赖廉州港盐。“长、宝、衡、

永四郡，郴、道二州，皆附桂林行盐”。然而，桂林行盐是由廉州取道玉林，沿

西江，溯桂江运至。正如《岭外代扎》卷五记载，由于“杨么扰洞庭，淮盐不

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每年由廉州经今玉林运 8 万箩盐抵桂林，转卖

给湖南。这样，广西便得额外赋税收入 40万缗。

宋朝把海门港用为漕盐要道，促进了廉州城市的发展。元符三年(1100 年)，

苏东坡被贬抵廉州，在清乐轩、长春亭(今合浦师范学校园内的东坡亭)结庐。

他写下了《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技》等名篇，诗中反映出当时海门镇(今廉

州镇)已成为繁华都市。宋朝时，古海湾尚深入到廉州镇九头庙一带。大海船趁

潮从州江河口，行驶至海角亭(旧址)附近停泊。古人谓这里“亭南江流怒走人

海，海潮汐至，潮声轰然”。官吏和商贾要搭乘海舶，多在此停留侯潮。苏东坡

在海角亭大书“万里瞻天”，谓这里极目沧海，天水相连，百舸竞逐。后来，他

调任永州节度使，回程路线亦雇舟溯南流江北上湖南。可以看出南流江、北流

江、桂江和湘江这条水路在宋代仍是重要的南北交通航线。另外，宫府还在港

口向珠民抽解大批珍珠、玳瑁上贡朝廷。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宋高宗“罢

廉州贡珠”，任由百姓自由采珠。珍珠是合浦与中原交流的重要商品，但当地

珠民不善于经商，奸商在港口，以 l升酒、l 斗粟就可换取数两珍珠，可见当时．产

珠数量之高。随着民间采珠业的恢复，自然招来更多的商贾抵此贩珠，当地出

产的珍珠和海盐源源输入内地，从而促进了廉州海陆交通和港口的发展。

三、元朝置市舶提举司管理港口

1280 年，元朝改廉州为廉州路，设总管府，由海北海南道宣慰司管辖。至

元二十二年(1285 年)，安南国王陈日炬，自持军力渐强，出兵侵略占城，又派



兵骚扰中国边境。于是，忽必烈派水军由廉州大规模出征安南，“陈日炬领兵船

千艘以拒”。据《廉州府志》(乾隆)卷十四记载；“广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发

舟……。经熟社有石堤，陈氏所筑，以遏元兵者”。安南在北部湾海面布置战船

与元朝对抗。结果，陈日炬率兵败退，元水军攻入咸子关，在富良江(今红河)

人海口附近登陆。陈日炬军归缩富良江南面的山地顽抗。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

二月，元世祖为了加快征服交趾，下诏“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

八月会钦廉”。元世祖不断把战船调来集中在钦廉沿海，使今北海港一带成为元

朝重要军港。次年一月，元世祖派阿八赤在港口附近作好海上大规模进攻交趾

的准备后，又命“海道运粮”，配合各军，“分道并进”。元朝水军主力由镇南王

阿八赤率领，由廉州沿海出发，从海道直攻交趾。与陈日炬派来阻击的 400 艘

战舰相遇，双方展开激烈的海战，交趾水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阿八赤“经

老鼠、陷沙、茨行三关，几十战，皆胜”，安南国王陈日炬见兵败如山倒，大势

已去，便只好伏罪遣书投降。据《合浦县志》记载，陈日炬病死后，其子日尊

继位，“遣陪臣陶子奇等来贡”，与元朝重新和好，廉州和交趾的海上交通和贸

易又逐渐恢复正常。

元初，各国使者和商人仰慕中华，来中国络绎于途。同时，元世祖宣布：“诚

来朝者，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由于廉州控制通交趾海道，连接诸

蕃，车船辐辏，民物富庶，元朝便置市舶提举司对港口进行管理。

宋朝在廉州设沿海巡检司，元朝改设市舶提举司，旧署在“州南十里中和

坊”。主要任务是迎送接待来往使者和商舶，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征税。凡邻海诸

郡与蕃国抵港互易舶货者，“其货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并派出役丁在

港口巡检商舶，‘蒂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防止偷税漏税。同时，设市

舶商行对抽解取的货物进行拍卖。随着元朝招抚海外，东南亚和西洋番舶纷纷

前来进行贸易。其中，安南经常遗使抵北京向统治者贡方物，元世祖厚赐安南

国王，并下诏安南“每三年一贡”，并规定贡品为：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

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磁盏等。这些贡品同样是安南

与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大都由港口集散，销往内地。

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了大批中原商人抵

此贸易。这样，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使廉州成为“海疆一大都会”。当时，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据考古发现，

元朝古陶瓷窑址，大都在沿海地带。在今铁山港区营盘镇的东窑村、西窑村和

福成土窑村附近的古窑中，“出土有瓷、罐、壶、盒、甄、拨火罐、擂钵、烟斗

等品物”。这些器物绘着海鸟衡“寿”字，釉色主要有青黄、灰黄两种。古陶瓷

窑址及其遗物的发现，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并通

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

廉州沿海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商舶云集之地。田赋、贡赋、舶脚和盐

税等项官府收入，比邻近州县高得多。1285 年，元世祖下诏“定廉州盐法”，仍

按宋朝旧制，“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折钱二十贯”。当时，廉州每年增盐额

35665 引，余盐 15000 引。官府派差役在港口，“查明引盐相符，注明到场日期，

将水程表截角放行，运埠销售”。廉州官府既发展海外贸易，又加强漕运海盐。

一方面使市舶提举司获得各种税收，另一方面大大促使合浦沿海港口交通的发

展。

廉州市舶提举司是独立于廉州总管府的税收机构，专门管理商舶，这对促

进港口海外贸易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市舶提举司官员，大都是贪婪之徒。苛

捐杂税繁多，商人往往折亏本钱。廉州总管府和市舶提举司之间，经常为税收

发生矛盾。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一月，为了加强地方统一管理，元朝下诏“罢

廉州市舶提举司”，由廉州总管府复设沿海巡检司，加强对市舶进行管理。延佑

四年(1317 年)十二月，元仁宗下诏：“复置廉州采珠都提举司”。这个机构，专

门向合浦珠民征集珍珠，亦兼有市舶使性质，同时向番舶收购抽解珍珠。当时，

廉州采珠提举司派差役征调廉州的“蛋户”数千条船艇，在北海港至铁山港一

带的天然珠地，进行大规模的开采。珍珠从廉州贩运至北京，价格尤贵。除了

官办，私商从事贩珠，可一本万利。大官商贾便积极派人抵廉州从事贩珠活动。

至正九年(1349 年)元朝国势衰弱，外夷趁机人侵。二月，“海寇自交趾乘风犯合

浦”，在港口商埠抢劫财物和人口，造成廉州沿海百姓人心惶惶。尽管海北海南

道巡抚司“移檄廉、琼、高、化四路讨之”，派水军在海面巡逻、追捕，交趾海

寇仍然常常在海道上拦路抢劫。结果，港口的海上交通大受影响，对外贸易日

趋衰落。



第三节 明清时期北海港成为廉州门户

从洪武元年(1368 年)至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明清两朝历时 472 年。廉

州设为府，属海北道，管辖范围包括今北海市、钦州市以及浦北、灵山等县。

明初，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港口主要位置南迁，冠头岭一带(今北海港)成为

廉州门户。明朝中期大规模的漕盐和采珠活动，促进港口一度兴旺。明末清初

的海禁政策，严重妨碍当地经济和港口发展，加上市舶太监和廉州口海关的苛

政，造成廉州海外贸易消沉。

一、港口主要位置的南迁

洪武元年(1368 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征南将军廖永忠等人率兵占领

廉州。诏减宫田税额，改廉州路为府。由于廉州地理位置优越。“扼塞海北，远

镇交南，视岭外诸郡为拒篼，凿山为城，践海为池”，因而成为明朝在岭南的重

镇。当时冠头岭下的南澫(今北海港水域)，已成贾舶渔船云集之地。洪武八年

(1375 年)，此地建成“镇海庙”，为商贾渔民出海前求神保佑之所。明初的南澫

已成为合浦县的主要港口。

洪武年间，廉州府在今北海市的海城区、银海区和铁山港区，设川江寨(今

婆围)、调埠寨(今营盘)，陇江寨(今牛屎港)、珠场寨(今白龙)、白沙寨(今竹

林)、武刀寨(今西村)、龙潭寨(今北海市郊的龙潭村)、古里寨(今北海市区至

南沥港东侧一带)作屯戌防守之处。古里寨，是北海(包括高德、地角、冠头岭)

的古名，因其时有古里村而得名。市区最早的港埠，一在今南澫港附近，一在

今龙潭村的古城；一在高德港。据《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六记载，明初巡

检郭成驻军冠头岭，建“廉阳古洞”(王龙岩)和镇海庙。古洞门槛联为“王恩

周海角，龙气起冠头”。往昔香火极盛，先民祈福，春秋不绝。随着经济的复苏

和繁荣，明朝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开国初，明太祖“遣使颁科举，诏于安南占

城，以其通中国文字也。诸番莫不畏威怀德，自是朝贡不绝”。当时安南、占城、

真腊、暹逻、满刺加、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的使者和商人，由海道来中国，常

进贡方物。例如，洪武四年(1371 年)，占城朝贡，“使者皆带行商”。明朝既加

意招徕，下令“钦州设卫，廉州增驿。”驿站分陆路、水路，陆路用马、牛车，

水路用船。海外各国商人自然乐于与中国通商。廉州自宋朝辟为与交趾互市之

地，一直是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口岸。正如《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六



记载：“高雷廉海面，惟廉州接近安南、占城为重地焉……”。由此说明当时廉

州因地理位置重要，而成为明朝与安南、占城两国经济文化来往的主要通道。

同时，经廉州与明朝通商还有暹逻(泰国)等国。洪武初，暹逻国王遣使朝贡。“北

直廉州，循海北岸”。海北岸，即今北海市沿岸一带。反映出明朝泰国等东南亚

国家来中国，亦取道廉州登陆。随着官方贸易的发展，廉州与东南亚各国的民

间贸易来更密切。“民用所资，转仰于外至商”。由于“冠头岭俯视六池，为廉

门户”。今北海埠逐渐成为廉州主要进出口岸。

明初，南流江水运畅达繁忙。其主流称廉江(西门江)穿城而过，曾是水运

交通要道。明成化 17年(1481 年)，建西门桥(惠爱桥)。桥下曾是舟船来往的古

渡口，也建有古内河码头。据《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记载：“安南入贡所过州

县，差夫众多，自静江水路可至容州”，又经北流至郁林，“自郁林水路可至廉

州，皆有回程盐船、运盐牛车可雇，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明太祖朱元璋

很重视广西内河航运和廉州对外贸易，曾主张在汉朝马援修凿的桂门关，开凿

南流江、北流河之问的运河。又据《国榷》记述：“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末，

凿广西玉林北流河与南流江”。两江相隔仅十余公里，如通运河。可以联结北流

河与南流江。商贾乘船溯江而上，便可通向广西各水道。这是明代广西发展内

河航运和海外交通的极重要措施。嘉靖年间，冠头岭附近的北湾(今北海港锚

地)、南湾的海面上，经常停泊广东海舶。据《廉州府志》(嘉靖)卷四记载，廉

州海上通占城、暹逻、真腊、爪哇、满刺加、三佛齐、渤泥、天方西洋等国，

并建立不定期航线，畅通无阻。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大大提高了明王朝

在国外的威望。安南、占城、暹逻、真腊等国家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

行交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永乐 14年(1416 年)五月，

由于来往廉州的外国使者和商贾甚多，加上本国大官巨贾亦抵廉州从事海外贸

易，明朝廷便再下诏增设廉属驿站。“所置驿站，以便往来，开中积盐，使商贾

输粟，以广军储。”在廉州所属区域增置水路驿站，进一步加强了廉州海陆交通

的发展。

永乐、宣德年间，明朝复设福建、广东、浙江三处市舶司，并增设“交趾、

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据《廉州府志》(乾隆)卷十四记载：“云

屯镇在交趾新安府云屯县之云屯岩内，海中番贾舟船多聚于此，永乐中设市舶



提举司”。从冠头岭下的港口出发，自海面西行三百里人云屯镇。“入贡海舶至”，

由地方官查验后，奏报朝廷，才能启运。乘海船抵云屯的外国使者向明皇朝贡，

仍经今北海港。明成祖以后，安南又改名交趾，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宣

德五年(1428 年)至成化元年(1456 年)，交趾频频率遣使取海道经廉州进贡。廉

州既是交趾进贡之所，又是与交趾互市之地。当时，进口的外国货物主要为沉

香、胡椒、荔枝、钻石、象牙、犀角等，而由港口输出的则以盐、鱼干、牛皮、

桐油、桂、铝、陶瓷器和丝织为大宗。今铁山港区营盘镇东窑村、西窑村，在

明代盛产陶器，并开始销往南洋。总之，明朝下诏“廉州增驿”，促进了港口海

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廉州依山临海，自古有渔盐之利。宋时，漕盐已远销广西全境和湖南南部。

洪武二年(1369 年)，明朝在廉州设海北盐课提举司，置局设官，令商人贩运，

二十取一。“额发大引盐七万三千八百九十五”。按每引 300 斤计算，则每年漕

盐载量达 2000 余万斤，税收课银一万余两。海北盐课提举司，属于明朝七二个

盐举司之一。因而，明廉州漕盐比宋元时期的规模更大。1398 年，明朝为了进

一步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便在廉州“定运盐例”。当时，海北盐课提举司管辖廉

州盐场 15处，其范围主要在今北海市沿海的永安、白沙、石头埠、揽子根、武

刀港、竹林和大冠沙一带，盐仓仍设在今合浦县石康。海北盐举司以南流江这

条水道为干线，由南向北调运。从石康沿南流江而下海，至永安，“则历乾体、

高德港、冠头岭、龙潭、武刀、白沙、珠场、陇树、禄树等寨”。沿海村寨都是

廉州主要产盐之地，所产海盐调运往石康集中，今铁山港、北海港一带，便成

为明代漕盐的主要集散港口。明代，廉州漕盐仍主要销往湖南南部和广西全境。

明洪武七年(1374 年)，明朝在今铁山港区营盘白龙村修建白龙珍珠城。该

城南北长 320.5 米，东西宽 233 米，城高 6米，城基宽 76米。设东、南、西三

个城门，城门可嘹望海面。城内设有采珠公馆、珠场巡检署、盐场大使衙门。

从洪武二十九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396—1613 年)，明朝以白龙城为基地，曾在

今北海港和铁山港进行 18次大规模的采珠活动。其中，弘治十二年的规模最大。

明孝宗下诏调集 600 艘船，民夫万名，在港口及其附近海面进行大规模采珠，“费

银万余两，获珠二万八千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驻今

铁山港区白龙采珠，“调民船四百有奇，供役千人，押船守港兵二千六百。”大



规模的采珠活动，加速了今北海港至铁山港一带海上交通的发展。

廉州是一座文化古城，保存着历代遗留的名胜。近效修有“海角亭”，旧址

原来座落在九头庙附近的大海边，商客宦官多在此停留候潮登舟。这里风景优

美，有诗云“秋净长天深一色，帆樯高出碧云头”。“南溟折角连交趾，宏敞亭

中好候潮”。而今旧址周围却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在稻田深三尺以下的地方，经

常发现海螺贝壳等海底沉积物。由于北海市地势上升，加上南流江从六万大山

带来大量的泥沙，人海口处逐渐淤积，使廉州镇至党江、乾体一带由沧海变为

绿洲。据载：正德年间(1508—1521 年)，南流江下游屡疏屡淤。嘉靖时在下游

修筑堤坝，终因人海处航道淤浅严重，大海船由北海港上溯南流江抵廉州镇碇

泊逐渐困难，只好停碇在高德、地角和冠头岭一带，并改由渡船维持内河运输。

于是，港口主要位置逐渐向南伸延。廉州镇至乾体口岸自明朝中期开始衰落，

让位给北海埠。

今北海港由冠头岭跃出海面，屈曲回环而抱成良港，自古是合浦的主要门

户，据《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七详细地记载：“广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发舟，

北风刮，二、三日可抵安南海东府”。若沿海岸西行，一天可抵钦州乌雷岭，第

2 天可抵白龙尾，第 3 天可抵玉山门，第 5 天抵万宁州。接着可“南至安阳海口，

又南至多渔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洲……。溯洪江快州，经咸子关，由富良江

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说明北海港在明朝以前已经和今越南沿海港口开辟了

不定期的交通航线，进行频繁的贸易来往。冠头岭距廉州镇 20多公里，“自廉

州之冠头岭而东，至白龙、调埠、川江、永安……”，“自冠头岭而西至防城……”，

水道皆通。此时，中国航海已将导航仪器罗盘、计程时更、海图与牵星图综合

运用，可以保证船舶安全准确抵达目的港。嘉靖中，明朝的大海船已在港口的

冠头岭发舟，开辟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太平府、新兴府的不定期直达航线。

由港口向东出发，“日半至雷州，三日到琼州，正北十日至广州”。向南出发，

可直达交趾永安州。“舟飘七昼八夜至交趾青州府界，如舟不能挽，经南则入占

城”。从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初冠头岭(今北海港水域)已成为廉州的主

要对外门户。

二、明末清初海禁政策对港口的影响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倭寇和安南海盗的骚扰，统治者惧怕“海疆不靖”，令



廉州府“诏禁钦廉商贩毋得与安南夷人交通”。这种闭关自守的海禁，使廉州与

安南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一度中断。1509 年，安南海盗再次侵犯中国边境地区，

为保卫海疆，明朝对安南“再申洋禁”。“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有司尽行阻

绝”。安南、满刺加等商贾不能在廉州等广东商埠互市，皆往福建漳州海面地方

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

十六世纪，西欧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纷纷向东方扩张，

进行海外掠夺，首先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外国殖民主义者飘

忽于中国南海，拦船劫货，干着赤裸裸的海盗罪恶勾当。日本武士、浪人勾结

国内的“强盗”，骚扰我国沿海口岸。今北海埠一带作为北部湾的主要贸易集散

地，自然成为这些倭寇洗劫的目标。从嘉靖二十七年至祟祯九年(1548-1636 年)，

海寇大规模在北海港抢劫商船共 11次，洗劫沿海村庄，使港口贸易遭到极大破

坏。涠洲岛在冠头岭南面，素为港口天然屏障，却沦为寇穴。他们以此为据点，

骚扰港口，使廉州的海上交通大受影响。据《粤西笔记》记载：“万历四年倭贼

寇古里龙潭，沿海渔村百姓涂炭”，“万历六年倭贼寇古里、白龙，劫疍民渔舟…”。

明朝为了保证港口的安全，派水师在古里(今北海市区)和龙潭寨古城(今属北海

市区)大败倭寇。《粤海杂录》称“龙潭古城抗倭至要，且港汊曲折、隐蔽，又

易补给”。可见，今北海港在明代曾为抗倭要地。万历六年以后，明前派水师驱

逐涠洲岛的海寇，并移民耕地，派游击一员镇守。另外，在冠头岭设巡检增兵

屯戍。还在乾体驻水师，置战舰 24艘。这些军事措施，对保卫港口的安全起了

一定的作用。崇祯九年(1607 年)，明统治者再次下令：“涉海商贩不许潜与安

南夷人交通”，并宣布“禁通番”。这种闭关政策，虽然保护沿海人民的生命安

全，但却妨碍了港 15的发展。清初的海禁政策更为严历，几乎断绝了北海港的

对外贸易。清兵入关后，南逃的明朝宗室和廉州官兵坚持反抗，直到兵败城陷。

清军大举南下，李定国由廉州败退云南。由于久经兵困，廉州田地荒芜，城乡

调敝，商业萎缩，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又因廉州沿海有抗清力量，北海港

成为“海禁”重点区域。顺治十二年(1655 年)，廉州府宣布“严洋禁”，不准百

姓私造 2 桅以上帆船，私自到外洋贸易，抓住一律斩首。清廷这种政策，使港

15的海上运输大受影响。不但沿海百姓生计艰拙，而廉州府赋税收入大受影响，

造成“盐路窒塞，埠商逃散，盐引不行，无从征饷”。可见此时商业运输一落千



丈，港口漕盐已处于停顿状态。

顺治十七年(1662 年)，清廷为了进一步扼杀闽粤沿海的反清斗争，实行更

加严厉的闭关禁海政策。廉州府“诏逋赋，招民开垦，再申洋禁”。并且立界设

防，海船尽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据清《经世文编》记载，凡私自出海者，

一律处斩，船货没收。凡不执行海禁命令的军政官员，革职严办；保甲人员处

以斩刑。康熙元年(1662 年)，清廷颁布“迁海”的命今，并派遣大臣监督。于

是，廉州官府派兵强迫沿海百姓，“徙内地五十里，设排栅，严出入，以杜接济

台湾之患”。所谓“迁海”就是强迫当地沿海居民一律内迁，把沿海的村庄、城

廓、庐舍，一律拆毁，制造沿海五十里内无人区。所谓“设排栅”，就是设集中

营式的营寨，将沿海居民赶入内中居住，不准自由出入。清廷在今北海港口岸，

设“北海镇标”驻之，加强对百姓的镇压。在“迁海”过程中，“老弱转死沟壑，

少壮流离四方”。商人无法从事买卖，渔民无法出海营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

涠洲岛是商船渔船寄碇和补给的中转站，此时岛上的居民被迫三次内迁，屋舍

全被拆毁。“迁海”造成“地方凋零”、“四乡无墟市”的悲惨情景，严重妨碍了

北海市的港口发展”。

实行“海禁”和“迁海”，引起了廉州人民的强烈反抗。1668

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廉州府放松海禁，“尽撤排栅，改设讯台”。同时，在

今北海港沿岸设了 6 个墩台(了望哨)，名为望子(在冠头岭下)、高德、草头、

崩沙、石子、白虎墩，并在乾体置水师营，派出快马船在港 15巡弋。次年，清

政权逐渐巩固，廉州府宣布取消迁海令，“复沿海居民旧业，”允许商人持号票

从事近海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台湾的抗清力量被扑灭后，廉州沿海

的海盗也基本肃清。清王朝虽暂时松驰海禁。但对国外商舶抵廉州十分注意，

防范极严。1717 年，廉州府又重申“洋禁”，并在冠头岭、八字山、大观港建炮

台。岸上有炮台和重兵居高临下把守，海面有兵船游弋，北海港俨然一度成了

军港。同时，清统治者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凡偷往外洋，“令解回正法”。

对早已出洋的商贾，“俱不准回籍”。这样严厉的海禁政策，严重地限制了港口

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造成地方经济开始落后。

三、市舶司和廉州海关对港口的管理

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一度开始“易公贩而变私贩”。“朝贡”形式的官



方贸易完全让位给民间贸易，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贸易时期。当时，明朝以为

交趾、占城等东南亚各国，“皆我羁糜外臣”，允许来往通商，唯“特严禁贩倭

奴者”。除了对日本禁止通商外，与其他国家均来往未断。抵廉州的外国商人，

亦主动向市舶司报税。由于抵港商船甚多，地方官员打主意，订立一种税则，

叫“水抽”或“船头规”。因按照粱头的尺寸长短向船主征税，所以又叫丈抽。

例如，番舶船阔一丈七尺，“每尺扣税银为五两五钱”“照例科征正耗银三钱六

分”。这种丈抽方法，廉州府从明朝万历年起一直沿用到清朝乾隆时期。其主要

原因则是：“夷人报货多奸欺，查验困难，故改为丈抽”，以保证官府的财赋收

入。后来，因廉州与安南占城等诸番接近，来往船只日趋增多，市舶司一职便

成肥缺。明皇帝为控制此地，派心腹太监抵廉州，在此设市舶太监和珠场太监，

包括差役、护兵共 80名。据《合浦县志》记载，市舶司的职责，主管“海上诸

番朝贡、市易之事”。当宦官掌握港口市舶大权后，他们便凌驾于廉州府太守之

上，到处胡作非为，对外番商人任意敲诈勒索，“迨番舶船既至，则多方以攘其，

提举衙门不敢过问”。由于赋税苛重，外国商人不愿抵此，海外贸易大受影响。

清初，廉州知府“招民垦荒”，对散兵游勇和流民实行安抚，“令其各归故

土”，积极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合浦农渔牧产品逐渐丰富起来。鱼、盐、

桐油、桂皮、八角、花生、水牛皮、锡等成为港口的传统出口商品。此时，廉

州府亦注意“召商贾懋迁”，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业。结果“来归者众”，为

当地海外贸易的恢复创造了一定条件。随着国内政治的逐步稳定，生产的恢复，

商业兴旺起来。安南、暹逻等东南亚各国仰慕中华。纷纷以朝贡形式主动和清

朝开展海外贸易。据《合浦县志纪事》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 年)“安南国王

黎维定遣赔臣入贡”。经清廷允许，安南使者取道廉州，前往北京。这样，双方

一度贸易来往十分密切。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皇帝同意开关，认为对

市舶抽税“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各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

于是，廉州府允许商民扩大与安南等国的海外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

廷下诏分别于广东澳门、福建漳洲、浙江宁波、江南台山四处设海关，并且宣

布对暹逻、荷兰等国商舶免税，其他来华国家也减税，以示“怀远”。清初。南

流江仍是中原出北部湾傍通安南的天然水道，外国商贾由北海港登陆取道中原

的甚多。为此，粤海关设廉州口海关管理港口。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请廷下诏沿海地方官在港口要塞建炮台，廉州官

府分别在冠头岭和地角建炮台。其中，冠头岭置 1000 斤炮台 1 座，500 斤炮台

3 座，兵房 5 座，防止海盗骚扰港口。雍正年间，清朝对外贸易始终保持出超的

地位。当时，北海港主要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各国有直接海上贸易来往，西

方各国贸易则由澳门中转。出口以瓷器、铁锅、糖、茶叶、桂皮、桐油、牛皮、

盐、海味和生锡为大宗。进口货种主要是呢羽、香料，有时亦进口安南、暹罗

大米。北海埠的范围包括从三汊港至冠头岭，口岸线长达 20余公里。清朝为加

强对北海埠的管理，廉州口海关又在今北海市区高德等处设分关。海关通过对

市舶商贾抽税，“预贮币银，以备军需”，每年除了上缴，还有余银 6000 余两。

同时，廉州府对抵港商舶十分注意保护，“诏沿海守口兵弁救护遭风商船，严禁

乘机抢夺”。雍正十二年(1734 年)，西洋货船，船上男女老少共 34人，满载货

物，经北海港前往暹逻贸易，在海面遭风击破。廉州府闻讯立即派水军前往抢

救，使其脱险。嘉庆四年(1799 年)和嘉庆六年，安南的商船先后共达 63艘，遭

风打坏，漂至北海港及附近海面。当地官府在港口全力组织抢救落水人员达 2000

余 A，照份抚恤给口粮，由廉州经江坪一带陆路转送回国。

清初，廉州漕盐在广西仍占重要地位。合浦沿海有盐场 15处，年产熟盐达

930 万斤以上，一向用局漕船运，大都经过武刀港、白龙、冠头岭等处。以上除

了官办漕盐，还有大量的民间私盐运销，无法统计。据《廉州府志》(乾隆)载：

合浦“所产鱼盐又以转资博白”，由港口上溯南流江可运抵。但是，当时博白属

广西，合浦属广东，“唯地隔两省以致私盐充斥”。反映出当时港口除了大规模

漕运官盐，还有商人在大量运输私盐。乾隆年间，由廉州沿海港口运海盐主要

有三条路线：其一，运往广西太平府(今崇左县一带)；其二运往博白；其三运

往武缘、隆安、新宁州、百色、西隆、西林、凌云、横州等九个州县。当时，

廉州官府漕盐规模很大，“原有商造旅船，专运熟盐，不装别货”。此外，还大

量雇请民船和渔船。若遇渔汛旺季时，捕鱼收入大，渔民“争往采捕，不愿装

盐，更需多加水脚”，每包要增加运费。廉州府甚为重视盐税之利，注意调动运

盐商民的积极性，不但提高运价，而且“候配、稽延及阻风耽搁，另须补贴”,

每年需要开支费白银 17000 余两。由于官府重视，乾隆年间，廉州漕盐仍十分

兴旺。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廉州府“定夷米进口税则”，按照乾隆皇帝的谕令，

为鼓励“商民自有资本，领照赴安南等国运米回粤，崇济民食。”于是，船商到

安南贩夷米，“云集廉属内地。”廉州口海关，相当于宋朝的沿海巡检司和元朝

市舶提举司。主要职责是监督抵港船只，收取船钞；检丈来港船只梁头，按分

载科之例收税；开舱检验货物，准许放行船只。安南船运货进口，每艘收取船

头规 3 两 2 钱，澳门船运货进每艘收取船舶头规 3 两 6 钱。对从事北海和安南

之间贩米的客商，廉州海关实行轻赋薄税的政策。当时，海关布告规定：凡由

安南进口大米，“每石只准收银三、四厘”。由于关税极低，粤省商人纷纷从安

南米由北海港进口。

开舱检验货物，是廉州口海关的职责范围。每艘商船抵埠，海关便派人上

船检查。有的关役人员十分贪婪，从中敲诈勒索。据《廉州府志》(乾隆)卷二

十三记载：“查本港洋船开舱，例派村官关役各一名。守押关役向在船上看守，

而材官独坐蛋艇，依傍守押”。船主每日要送 5钱银子供材官关役酒饭杂用。除

此之外，又勒取大花边(银)一圆。有的还“外复另索柴、米、茶、烛、摈、烟、

鸡、酒等物”。如果船上商贾不顺从其勒索，关役人员便借查私为名，搜查货物，

刁难商人。当地海关官员狼狈为奸，暗中增加各种附税，巧取豪夺，朋比分肥。

后来，由于商民怨恨太深，廉州官府者不得不惩办一些劣迹昭著的关员。之后，

桂、滇、黔等省的商人积极贩运土货抵北海埠销售，并与外商交易。然后将当

地出产的海味和舶来品运回内地销售。与此同时，“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山航海

源源而来”。一时商贾云集，北海埠成为粤桂的重要货物集散地。

清初，北海港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随着清廷海禁政策的暂时

松驰而获得的。后来，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沿海的侵扰，以及海寇

洗劫，从乾隆末年开始，廉州海对外贸易逐渐萎缩。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侵略

者用武力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后，北海港口性质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